
提提 要要：：城市公共空间的意义与秩序，建构于使用

者利用空间并遇到相关主体的日常场景中。论文以空

间实践为理论视角，搭建涵盖身份、流动、权力的分

析框架，发掘开封小吃夜市摊贩的身份属性与流动特

征，探寻边界和节奏同权力运作的关联。研究认为：

①回族摊贩为夜市赋予民族特性和地方性特色，回族

社区是塑造从业身份的引力场；②摊贩通过短距离流

动将集体社会文化属性嵌入空间，造就夜市和清真寺

的空间邻近关系；③夜市的正规性附着于空间边界，

场所的可占据性呈现于时间节奏，反映出权力运作依

赖于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与区位条件的差异性。空间实

践能够为解释空间变迁中意义与秩序的形成逻辑提供

理论框架，此案例分析可为公共空间的长效治理提供

政策启迪。

关键词关键词：：公共空间；空间实践；街头摊贩；空间

使用者；意义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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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Urban public space is the main stage for citizens' everyday life, various space users quietly endow

the space with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the space, and they also constantly construct the

spatio-temporal order of the sites with other actors in the encounter situat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

spective of spatial practi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vering identity, mobility and

power.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treet vendors endowed Kaifeng snack night markets with national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emergence of the markets lies in the stimulation effect of Hui People who value highly

of business, the alleys they live in become the gravitational field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neighborhood con-

tact, inducing imitation by other Hui and Han residents in the community. The distribution of snack night

markets is close to mosques, which indicates that mosques have commercial ripple effect on surrounding ar-

eas. As to the spatio-temporal order of the night markets, the formality of the sites is attached to the spatial

boundary, and the occupancy of the space is presented in the time rhythm, a series of power operations of

sites resources and the difference of location conditions. In a word, spatial practice builds a theoretical

bridge between space users and urban space, which is helpful to explain the formation logic of meaning and

order about space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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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公共空间的意义与秩序，有赖于特定群体在日常

生活中的表达与互动。这些空间使用者自下而上的利用空

间，既悄然赋予空间以社会文化内涵，也在同其他主体的

协商中不断重构权力关系。公共空间的使用者更是具有年

龄、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的身份属性，他们临时或长期

地占据当地公共空间，往往创造出文化鲜明、多方交互、

带有历史烙印或体现治理色彩的场所。

正是源于人们在公共空间中占据、共享与相遇的真实

情境，公共性便不再是公共空间的固有属性，而是在回应

多样性及异质性的实践中不断被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包

容和排斥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交叉共存，多方关系能够在

协商与管制中不断被重塑[1]。公共空间是各类人群社会生活

的触发器和实践平台[2]，它嵌入了使用者的身份诉求乃至情

感，同时也交织着管理者的协商与监管。城市管理部门往

往希望公共空间具有整洁有序的外观，或者能为其缴纳商

业收益，因此，管理者接纳或排斥不同的空间利用行为以

便实现治理与获益[3]。

街头摊贩是国内外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重点。摊贩占

据公共空间，经常触发与管理部门的冲突。在早期，国内

外管理部门多采取驱逐摊贩的政策。例如，纽约城市政治

利益集团曾采取“复仇型”（revanchist）公共空间零容忍政

策，试图以背离“现代、有序、整洁”全球城市形象的理

由将摊贩驱逐[4]；我国管理部门以前对街市经济的社会价值

认识不足，将摊贩贴上“落后”、“脏乱差”的标签，进而

展开“理所应当”的取缔[5]。当然，管理者有时会采取包容

性政策，例如有些摊贩群体能够同政府达成谈判，以确保

其对空间的占据并减少被撤销的威胁[6]。实践表明，强行管

制的确可以对流动摊贩起到短时抑制作用，但继而会发生

恢复性反弹，这样的现实情况已迫使学界和相关部门尝试

探索长效治理机制[7]，如设置摊贩疏导区。然而，有些疏导

区存在可持续性危机，该危机隐含于流动摊贩属性与正规

化要素之间的矛盾[8]，这意味着，若要建立真正可持续的治

理机制，有赖于对摊贩属性和场所秩序进行细致剖析。

然而，由于现实空间意义的多样性和秩序的复杂性，

相关的理论视角与分析维度往往难以明晰。空间实践（spa-

tial practice）理论注重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身份及其占据空间

的过程，关注行为对象同其他主体的权力关系，或许能为

探索公共空间的意义与秩序提供相对清晰的视角或维度。

具体而言，空间实践的概念源自哲学的“日常生活”转

向[9]，它聚焦空间使用者的身份属性、空间利用方式及权力

关系建构，由此探究异质空间格局与不平衡权力结构的形

成过程。

论文在阐明空间实践概念并搭建分析维度的基础上，

解释摊贩赋予城市空间意义背后的身份属性与流动性特

征，继而探究夜市空间秩序的建构机制。文章结构如下，

首先通过梳理空间实践的研究脉络，形成涵盖身份、流动

与权力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接下来，以开封小吃夜市摊

贩的空间实践为案例，一方面，分析摊贩的身份与流动性

对夜市特色与格局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探究多主体时

空相遇场景中的权力运作过程，侧重从空间边界和时间节

奏角度分析权力网络中的身份与流动性再生产；最后进行

归纳总结和提炼，进一步讨论空间实践对于认识城市空间

内涵的理论贡献及其对公共空间治理的现实价值。

2 研究设计

2.1理论梳理

空间实践从空间使用者角度理解空间的文化与政治内

涵。德国城市社会学家Löw指出，研究城市空间不在于确

定其独特性，而在于发掘其意义产生的逻辑，尤其需要聚

焦行为主体的身份特征、空间演变过程及同政治宗教之间

的联系[10]。空间实践侧重发掘空间变迁背后行为主体的身份

和流动性特征，并辩证地审视日常政治运作，这一理论正

在逐步搭建起行为者和城市空间的桥梁。

空间实践萌生于哲学的“日常生活”转向。20世纪上

半叶，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批判唯理性主义，着重阐释围

绕实践主体“人”的感性的、充满利益冲突的生活世界

（life world） [11]。在这样的哲学视野下，空间被视为人们体

验和感知的空间，人在空间中有明确的位置，带有空间熟

悉感和行动界限，它同原来那种由自然科学领域所限定

的、或充当空间形象的概念相区别[12]。列斐伏尔在其空间生

产理论中，明确将空间实践对应感知的空间 [13] （perceived

spaces），即人们的行为以 （日常体验感受的） 空间为基础

条件，通过实践形成社会—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呈现

特定社会形式的位置与空间形态[14]。那么从空间使用者角度

看，空间实践便是在原空间组织与日常感觉的基础上，不

同行动主体通过重塑空间形式，形成新的空间组织并再生

产内部的社会关系。台湾学者王志弘同样认为，列斐伏尔

的空间实践概念体现出带有惯习特点的社会成员的能力

（competence）和实作（performance），它既包括物质环境与

空间结构，也包括物质结构中的感知和行动[15]。后来，德塞

图 （又译为德塞托，列斐伏尔的学生） 将空间实践引入

“日常生活实践”理论[16]，用它发掘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介

入、挪用 （appropriated） 或创造空间的过程——居民通过

“行走”（walking） 不仅改写了既有的空间格局，也搅乱和

打破了此前稳定的空间秩序[9]。居民这种惯习性、无意识的

日常行为往往围绕种族、阶级或性别来展开，他们通过在

空间中流动而产生新的空间创造，继而改写空间上的特定

权力符号与社会关系[17]。因此，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空间

实践可被理解为带有一定身份特征的使用者对空间介入、

占据或创造及多主体相遇下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

通过以上梳理发现，空间实践涵盖“身份”、“流动”

与“权力”三个维度 （图 1），相关研究已分别利用各维度

进行案例剖析。第一，空间使用者的身份具有多样性与复

杂性，任何人的日常经历都伴随身份和社会联系，因为空

间实践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行为，也是行为主体对地

点赋予意义的过程[18]；第二，空间使用者通过日常流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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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空间。短期内，他们可以将公园等公共场所变为理想

生活的补偿空间[19]，长期看，地方可被视为民族空间实践的

产物。例如，不同民族不断迁移并占据原本属于其他民族

的空间，从而不断谱写民族的空间史[20]；第三，空间使用者

将不可避免地打破原有的空间秩序，他们在日常相遇中不

断重构社会关系，塑造空间边界和时间节奏。一方面，边

界或领域 （territory） 成为衡量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及政治

权力形成和变迁的一个重要变量或维度[21]。例如，居民通过

自下而上的日常跨界流动，能不断打破原有的边界秩序，

促成“去边界化”[22]；另一方面，节奏能够展现实践行为的

重复与差别，各种周期性活动能够在不同地点表现出不同

的高低潮形式，直观深入地反映再生产过程中的包容或排

斥议题[23]。辩证地看，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身份与流动既

是建立差异和权力关系的主要前提，也被威权、规范等各

种权力关系所再生产[24]。尤其是弱者的空间实践通常面临主

流文化偏见 [25]，例如，“同志”的对公共空间的体验和利

用，明显地处在“非正常”身份标签的作用之下[26]，而农民

工由于感到不被认同的阵痛，他们将不断重构自我身份及

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27,28]。综上，认识行为主体的空间实

践，需要挖掘行为主体的身份属性与流动特征对空间赋予

意义的过程，并可从边界与节奏切入以便探究场所社会关

系重构所蕴含的权力秩序。

图1 空间实践的主要理论维度

Fig.1 Main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Spatial Practice

2.2摊贩空间实践：身份、流动与权力

摊贩现象是洞察城市公共空间的意义及秩序的鲜活素

材。摊贩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使用者，既传达着身份与流

动诉求，又打破并参与建构权力秩序。一方面，街头摊贩

被视为文化与空间的催化剂[29]，他们能够创造出具有地方文

化内涵的空间；另一方面，包括摊贩在内的各类空间政治

现象为开展公共空间政治理论研究提供了源泉，它涉及到

空间冲突的根源、发生机制、空间对不同主体的意义、空

间如何被监管等空间政治问题[30]。这种“街头政治”突显出

摊贩与管理者的二元矛盾[31]，并且蕴藏着多元主体利益协商

所带来的复杂的关系运作。因此，摊贩的空间实践为认识

城市公共空间意义和秩序提供了普遍场景，摊贩的身份、

流动性与街市的权力运作日益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主要话题。

摊贩身份的属性差异在东方社会中极为典型，突出表

现在民族、关系网络等方面。例如，曼谷摊贩主要是来自

北部的清迈、清莱两省的阿卡族，他们销售传统手工艺品

并带动亲朋好友[32]。河内摊贩的从业方式具有性别差异，男

性摊贩更依赖于自身的资金与能力，而女性摊贩常常通过

家人和朋友关系获取信息与资源。万隆的摊贩具有代际差

别，老一辈摊贩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新一代摊贩

可能会将街头经营作为兼职[33]。在广州，经营同类商品的摊

贩集聚于某一空间不仅是市场因素使然，基于乡缘关系形

成的族裔合作也具有影响[34]。可以发现，街头经营不仅仅是

一种谋生手段或生活方式[30]，这种从业选择和集聚可能深受

民族特征或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

街头摊贩借助流动工具占据城市公共空间，并具有鲜

明区位特征和集聚特点。在微观尺度，上原佑贵较早刻画

出摊贩分布与步行道宽度、街道形态、正规商店、绿化带

的空间关系，并分析具体场所的时间动态[35]；黄耿志对摊贩

的微观流动与微区位选择机制进行了细致考察[34]。在宏观尺

度，张延吉对流动商贩空间分布特征及其与正规商业互斥

关系的大数据分析最为典型[36]。相关研究表明，摊贩所占据

的场所通常具有较高的人流量，或具有良好的公共交通可

达性与舒适性[37]。然而，摊贩的空间分布不仅受市场条件支

配，从空间实践角度看，摊贩的身份与流动特征能够嵌入

所占据的空间，并有可能呈现在其空间分布上。

街头市场的时空秩序在摊贩同其他主体的相遇场景中

不断重构。公共空间涉及多个空间使用者的利益，因此，

摊贩在选择和利用某一空间时，会遭到对该空间有“利益

诉求”的管理者、正规商户或小区居民等相关主体的阻

挠[34]，摊贩的身份和流动特征也会被重塑。例如，摊位固定

使新一代摊贩不得不向老一辈的私人摊位支付高昂的租

金[38]，不同的监管程度也将影响摊贩流动的周期性[39]。从空

间实践角度看，街头市场中的权力关系能够再生产出摊贩

的身份和流动特征，并可在边界与节奏上呈现出来。

这些丰富的案例研究广泛印证了身份、流动与权力在

摊贩与城市空间研究中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它充实了空

间实践的案例分析逻辑，即空间的意义依附于空间使用者

的属性差异、社会关系网络关系所伴生的集体流动行为，

而空间秩序受到多方利益相关者的时空约束。基于此，论

文一方面探讨摊贩属性特征及流动特点对从业选择与夜市

分布的影响，从中理解街头市场的社会文化意义；另一方

面通过摊贩与多方主体的关系来理解权力的日常运作，从

边界和节奏出发深入认识公共空间的时空秩序。

3 案例概况及调研过程

开封夜市历史悠久，品类丰富，是当地政府着重打造

的特色旅游名片。夜市于北宋兴起[40]、民国繁荣[41]，改革开

放后再度复兴。在 2015年官方统计资料中，商户数达 922

个①，至正式调研时共存在11个小吃夜市（图2）。摊位沿街

摆放、露天经营，成为公众夜间消遣的好去处。值得注意

的是，各夜市大多有三至四成摊位经营清真餐饮，学院门

夜市是唯一的全清真夜市。近些年，在工商部门或管委会

的管理下，所有夜市均已固定摊位及统一餐车样式，且经

营时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已形成较为规范的经营秩序。

调研分为三个阶段。2017年 1月 7日至 12日展开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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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开封各个小吃夜市的位置

Fig.2 The Locations of Snack Night Markets in Kaifeng

研，从开封市工商局、开封市图书馆、开封市统计局获取

夜市管理资料及街道人口统计资料，涵盖摊贩统计数据、

管理人员配备、历次整改情况、各夜市范围边界等内容。

研究者在白天走街串巷于各夜市周边进行拍照，傍晚时观

察各夜市摊贩的流动状况，夜晚在各夜市沿街录像并观察

管理情况。2019年1月4日至10日进行正式调研，期间天气

晴好、非节假日，夜市经营和管理有序如常。在营摊贩总

数为 296个，通过反复调研各个夜市获取尽可能多的样本，

共获取有效问卷数173份（表1）。问卷核心内容包括民族等

基本属性、租房与迁居情况、日常作息等方面。访谈对象

主要为 39个摊贩，研究人员征得摊贩同意，以采访的形式

在摊位旁购买品尝小吃并录音，有助于吸引客源并获得摊

贩认可。访谈时长 15—40分钟，以夜市拼音的两字符缩写

并加序号的组合进行编号。访谈相关管理者4人，包括鼓楼

夜市管委会夜市科2位工作人员、顺河区食品药品监督局1

位主要官员、开封市城管局市容管理科1位主要官员，访谈

时长均在40分钟左右，以GOV加序号的组合进行编号，并

获取相关条例及档案。除此之外，咨询工商局退休人员、

周边小店商户及夜市保洁人员、治安管理人员、环卫工

人，以便了解更详实的夜市变迁与管理状况。2019年10月

3日至10月6日为补充调研，观察鼓楼夜市的进场管理并在

附近酒店顶层拍摄摊位布局的照片。

4 夜市的文化意义与时空秩序

4.1 身份特征与流动行为

4.1.1 从业身份的形成

在家庭手艺传承的影响下，早期夜市摊贩以具有重商

文化的回民为主。回族摊贩的平均经营年数（18.1年）高于

汉族摊贩的经营年数 （11.9年）。然而，现有摊贩并非全是

第一代摊贩，因此，必须考虑“摊位”的连续经营年数。

也就是说，若摊主继承父母的摊位，则需将父母的经营年

数也考虑在内，构成“摊位连续经营年数”。统计显示，经

营 20年以上的摊位共计 65个，回民摊位占比为 64.6%；经

营 40年及以上的摊位共计 9个，且摊主全部为回民。通过

统计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回族摊位数量曾长期多于汉

族摊位数 （图 3）。相对来看，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开封全

市回民为62049人，占比不足十分之一，即使在回族人口聚

居的清平街道，回民人口占比38.29%②，仍少于汉族。实际

上，在诚信、重商教义的影响下③，回民的经商风气更为浓

厚。经调查，经营超过 20年的汉族摊贩中，三分之二的手

艺也源于父母。因此，摊贩身份的出现并不只是依附民族

属性，确切是在于家庭层面的手艺延续性。“（刚开始）汉族

回族都有，但以回族的多，一开始都是我母亲在这儿，卖烧鸡

黄焖鱼，还有牛羊肉（GL07，女，回，母亲1978年开始经营）。”

表1 样本基本特征

Tab.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

指标

年龄

学历

≤ 30

31—40

41—50

51—60

> 60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高中以上

占比（%）

6.94

22.54

26.01

36.42

8.09

4.62

18.50

43.93

30.64

2.31

指标

性别

职业

（成为夜

市摊贩前）

男

女

工人

厨师

商贩

学生

其他

农民

员工

主妇

占比（%）

58.38

41.62

31.21

6.94

22.54

13.87

10.98

7.52

2.89

4.05

图3 摊位民族构成随时间的变化

Fig.3 Changes of Ethnic Composition of Stalls Over Time

社会交往带来信息的传播，诱发学习模仿，尤其是社

区层面的邻里效应有助于塑造从业者身份。改革开放初

期，政府包容私营摊贩的存在[42]，而街头餐饮填补了迫切的

市场需求，让不少摊贩成为“万元户”。这些信息经报纸报

道、口耳相传，诱发越来越多的摊贩尝试自行摸索 （33%）

或向亲朋好友（8%）学习手艺。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摊

贩通过朋友（15%）或加盟（13%）学艺。观察发现，回族

社区中的邻里接触有助于带动新摊贩出现。“日礼五时拜，

岁封一月斋”④的生活习惯，使回民形成“围寺而居”[43]的

居住格局。更进一步地讲，从居住地址统计来看，未搬家

的回族摊贩基本都居住在回坊。在鼓楼夜市中，半数汉族

摊贩自始至终住在清真寺旁的三眼井街、文殊寺街，也有

部分摊贩住在烧鸡胡同，胡同中停靠着大量清真、非清真

餐车 （图 4）。由此表明，社区街巷成为社会联系的引力

场，其中的日常邻里接触至少提供了观察机会，有助于社

区居民形成相对一致的生活模式乃至从业者身份。

4.1.2 流动行为的空间效应

摊贩具有“短距离流动”的特征，原因主要是受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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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携带物品的制约，也会受到照顾家庭意愿的影响。

从流动工具演变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多数摊贩使用钢

筋焊接的小摇车，步行出摊；至20世纪90年代，摊贩多利

用三轮车，更方便携带煤灶、炊具、桌椅；目前，摊贩多

采用电动三轮车通勤，但由于携带物品较多，流动能力仍

然有限（图5）。统计显示，80.3%的摊贩流动时间（包括从

家推车经过社区小巷的时间）在15分钟以内，54.3%的摊贩

流动时间不足 10分钟。此外，部分摊贩受到家庭牵绊，尤

其在早期，摊贩的家庭规模较大，许多摊贩不得不选择就

近经营，这也吻合了非正规就业与照顾家庭意愿密不可

分[44]的观点。

“守住家门口嘞，我离家远喽家里没人也不行，不一定万

一有什么事情嘞呀对不对，（刚开始）搭着孩儿也小，家里没

人小孩儿咋办呐，主要这个原因（HX01，男，经营 27年，下岗

时不到30岁）。”

图4 烧鸡胡同中的餐车

Fig.4 Dining Carts in Chicken Hutong

图5 摊贩的日常流动

Fig.5 Everyday Mobility of Vendors

摊贩的民族属性与流动特征嵌入空间，形塑出清真寺

与夜市高度一致的分布格局。从摊贩的迁居来看，83.2%的

摊贩在经营期间未搬家；即便迁居，68.9%的摊贩继续在原

地点经营。这种情况透露出摊贩的居住位置可能与就近流

动的经营位置具有邻近性。在各个夜市的形成过程方面，

研究者通过统计各夜市摊贩经营时间、结合访谈与档案资

料，将夜市分为“老夜市”和近 20年来形成的“新夜市”

两类⑤。开封市区共有 13个清真寺⑥，研究者通过绘制缓冲

区，呈现出清真寺和夜市的分布关系 （图 6）。开封曾经存

在新街口夜市、马道街夜市、汴京桥夜市、三里堡夜市、

武夷夜市，它们因城市改造项目或市容整治运动而消亡。

武夷夜市是由于管理部门免除一年租金引导周边摊贩正规

化而出现的新夜市（2007年形成，2018年搬迁）。其余几个

消亡的老夜市均位于清真寺周围。西司夜市原本位于西司

广场，因御河水系工程搬离西大寺，不过也位于西大寺

500m范围内；铁北街夜市原所在地三里堡夜市位于南关清

真寺附近。最终，夜市与清真寺的分布位置极为邻近：所

有清真寺周围均有夜市分布，所有老夜市全部位于清真寺

500m以内。这种空间模式蕴含着宗教的街区效应[45]，展现

出清真寺足以对周边城市空间产生涟漪般的商业效果。另

外，访谈得知，个别摊贩在初期试着在不同地点摆摊，通

过反复实践，最终选择扎根在这些“位置好”的区域。尤

其是在清真寺附近经营的回族摊贩，他们能同时获得汉族

与回族消费者。夜市初具规模后形成集聚效应，不断吸引

新摊贩；而老摊贩也不愿更换经营位置，避免丧失熟客。

图6 夜市与清真寺的空间关系

Fig.6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Night Markets and Mosques

新夜市的出现同老夜市摊贩的迁居密切相关。统计显

示，新夜市中45.7%的摊贩曾在鼓楼夜市、新街口夜市或学

院门夜市经营，更需留心的是，摊位连续经营时长前十位

的摊贩，八人由老夜市转移而来 （表 2）。迁居原因主要包

括结婚、工作调动或老房子拆迁。迁居摊贩的就近流动，

直接催生了劳动路夜市、汴京大道夜市与河大东门夜市等

新夜市的形成。因此，正是由于这些老摊贩迁居后仍维持

从业身份并延续短距离流动的特征，促成了新夜市的萌生。

4.2 社会相遇下的权力运作及时空秩序

摊贩在公共空间中同其他行为主体相遇，开启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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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构过程。在摊贩身份与流动特征已嵌入空间格局的基

础上，各夜市将被置于不同的社区、路网乃至更广泛的城

市组织结构中，这将深刻影响摊贩同其他主体的时空间争

夺和权力关系 （图 7）。其中，管理部门尤其需要应对夜市

摊贩同下班通勤者、附近居民的时空间利用需求的矛盾，

在利益协调及对摊贩的时空约束中起到关键作用。

表2 新夜市中经营时间最长的摊贩

Tab.2 The Longest Managing Vendors in New Night Markets

经营的小吃

烧烤

灌汤包

羊肉炕馍

烤全羊

烤羊肉串

砂锅

八宝饭

豆腐脑

莲子粥

烤面筋

现属夜市

劳动路夜市

劳动路夜市

劳动路夜市

劳动路夜市

汴京大道夜市

劳动路夜市

劳动路夜市

河大东门夜市

汴京大道夜市

汴京大道夜市

累计经营（年）

30

30

29

27

24

20

20

17

16

16

曾属夜市

学院门夜市

鼓楼夜市

鼓楼夜市

鼓楼夜市

学院门夜市

鼓楼夜市

无

鼓楼夜市

鼓楼夜市

无

图7 夜市摊贩和相关群体的时空相遇

Fig.7 Spatio-temporal Encounter Between Vendors and

Involved Actors

4.2.1 空间边界的重构

摊贩占据的空间位置日益明确，空间约束是摊贩在城

市空间组织中得以长久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夜市产生初

期，完全缺失部门管理，摊贩可自由选择摆摊位置。1984

年，市工商部门批准成立鼓楼夜市和西司夜市，于是，摊

贩每月缴纳两毛钱管理费，彼此协商摆摊位置并逐步固

定。随着夜市规模的扩大，2014年夏，各市场发展中心统

一明确夜市的范围，同时划出摆摊区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

边界线。后来，由于城市改造项目，鼓楼夜市与西司夜市

的摊位由管理部门重新安排——摊贩按原有签协议的顺序

各抽两签，选择其中心仪的位置，他们接受这种“运气”

的安排。这两个夜市最早实行餐车统一定做，管理部门为

摊贩换车提供一半财政补贴，分为大小两种型号，并规定

餐车摆放位置。在三里堡夜市，日常经营边界的管理非常

宽松，然而，即便人行道宽阔，摊贩们仍常将摆摊区域扩

大到非机动车道，且日益向十字路口集中，造成交通堵塞

且被多次劝改，然而成效并不明显。2018年创建文明城市

运动开展，长期占道经营的三里堡夜市被迫搬迁到人流量

稀少的铁北街。

空间位置的相对固定符合日常管理的需求，悄然强化

了摊贩之间、摊贩与管理者之间、老摊贩同新摊贩之间不

平等的权力关系。首先，微区位条件的不平等，赋予管理

者更多的调解机会。例如，鼓楼夜市的摊位呈小方形围

合，人为地加剧了不同摊位的市场条件差别。在冬季，内

侧摊贩因前排摊贩的棚子遮挡吃客视线而不满，他们常常

主动联系鼓楼管委会获取“权威”的调解。“外面摊贩整个

围住以后肯定挡住后边儿了，这个都需要咱管理人员现场去

调解了（GOV02）。”实际上，这些市场条件差别源于管理人

员的不佳设计，由此孕育出摊贩内部矛盾，反而有助于建

构管理部门的权威；其次，空间作为一种可供使用的资源

毕竟有限，管理者随后会限制市场内的摊贩数量，从而形

成摊贩身份的制度壁垒。2004年，市工商局编制《开封市

夜市管理暂行办法》，摊贩只需“三证合一”（健康证、经

营许可证、摊位证） 便能成为“正规商户”。偶尔出现在商

户周边的其他游商常因“卫生不能保证”、“干扰商户经

营”等原因被驱逐。“有那种游商，它这个食品安全上是个问

题，所以需要聘用保安人员对他们进行驱赶劝离（GOV01）。”

其实，食药监部门曾多次突击检查游商经营的食品，并没

有查出明显的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新摊贩可通过私下租

赁摊位以获取经营资格，有些原摊贩变身成为“出租户”。

在鼓楼夜市与西司夜市，这些出租户只需每月向管委会交

纳 2百余元的综合管理费，每年却至少获得 2万元的租金，

西司夜市中部的酒菜摊位的年租金已达 10余万，滋生一批

既得利益摊贩。统计显示，西司夜市近半数 （47.1%）的摊

贩经营时间不足5年，转租情况非常普遍。可见，灵活的摊

贩管理政策既需要在评价市场条件的基础上设定可供占据

的边界，也须兼顾微区位条件的不平等和准入问题，特别

是在市场条件比较好的区域，不妨尝试探索带有“运气”

成分的多次微区位选择方法及利益固化者的退出机制。

4.2.2 时间节奏的调整

摊贩受到经营时间的管理，时间约束是协调摊贩和其

他主体关系的重要条件。一方面，摊贩不能过早“上市”，

原则上是在行政单位下班 30分钟后，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

了下班通勤者的交通利用需求。对于一些摊贩而言，规范

的时间管理符合传统的“守规矩”公共观念。“你要不规范

的话，有嘞那不自觉的，三点钟他都拉过来了；中国人呀，不

胜西方人思想先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人的道德思想，没

有管理就不行（XY01）；”另一方面，摊贩需要及时“撤

市”，原则上不能超过零点，这样可以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

响并配合地面清洁工作。“要求很高的，什么时间收摊、什么

时间熄灯，不能扰民的现在。过去整夜你想卖到几点卖几

点，现在都是有时间限制的（GL07）。”大部分夜市按时断电以

督促撤市。武夷夜市的日常撤市管理非常宽松，摊贩拥有

木质门面，常常超时经营，被周边居民多次投诉。它也因

文明城市运动的到来，被迫搬迁到居民稀少的新区中。

各夜市摊贩处在他们所占据的空间组织中，时间节奏

展现出不同夜市摊贩同相关行为主体间的权力冲突。分析

认为，处于交通要道的摊贩更易与通勤者产生矛盾，管理

部门很可能加强对入市时间的管理；处于居民区附近的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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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更可能与周边居民产生冲突，管理者便会强化对撤市时

间的管理。管理的宽松程度将呈现在不同市场中摊贩的日

常节奏差异上。摊贩主要包括睡眠、筹备、经营三种周期

性活动。研究者尝试“各拆时段”（将每个摊贩的状态以半

小时拆分） 及“场所累计”（同一夜市所有摊贩按照时段累

计各状态百分比），能够呈现出几种典型的日常生活节奏的

起伏与差异 （图 8）。可以看出，河大东门夜市位于非主干

道路，摊贩出摊时间管理松散。东苑夜市由于距居民楼有

一定距离且部分摊贩拥有门面，在收摊上管理松散，在冬

季，大部分摊贩午夜2点开始收摊，夏季彻夜经营。鼓楼夜

市位于内城中心，交通便利，虽然距离居民楼有一定距

离，但它是城市形象的窗口，在强有力的监管下，摊贩的

经营时间短，出摊和收摊更具一致性。从各场所起伏的时

间节奏可以看出，有效的摊贩管理政策不应是纯粹的空间

设定，也应在把握不同场所周边交通及社区环境的前提

下，因地制宜地分配并优化摊贩利用公共空间的时间。

图8 不同夜市中摊贩的日常生活节奏

Fig.8 Everyday Life Rhythm Of Vendors in

Different Night Markets

5 结论与讨论

论文以空间实践为理论视角，搭建涵盖身份、流动、

权力三个维度的框架，通过剖析小吃摊贩的身份属性、流

动特征与时空相遇中的权力关系，揭示出夜市所蕴含的丰

富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微妙的时空秩序，从而为城市公共性

的社会建构领域提供了一种具体的分析思路，也为摊贩的

长效治理方式提出了实用举措。

夜市空间嵌入了使用者的身份与流动性特征，回族、

汉族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展开跨文化实践，为城市空间赋予

浓厚的多重文化特色。首先，摊贩从业身份的形成源自家

庭层面的手艺传承，社区街巷更是成为孕育摊贩身份的引

力场。可见，夜市绝非是单一的经营场所，而是具有多重

意义的文化景观。居民在平凡的空间实践过程中，无声无

息地将民族文化、小吃文化、市井文化的烙印呈现于公共

空间，建构出继承自传统、根植于地方的特色文化场所；

其次，这一发现能够与Boonjubun所指明的摊贩身份研究途

径形成理论对话——聚焦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关系，尤其在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中，隐含着独特的细微差别[46]；再次，正

是由于回族摊贩在夜市初期的形成发展中具有主要作用，

他们的短距离流动使夜市的空间分布有规律可循，表现为

夜市与清真寺在空间上高度邻近；最后，这种空间形态和

分析视角将补充朱竑等学者关于城市日常经济空间由社会

身份与权力关系塑造的论点[47]，揭示出流动性（或空间利用

方式）也是塑造日常经济空间的关键桥梁与核心维度。

夜市的时空秩序在摊贩同其他主体的相遇中产生，这

种不断重构的公共性依托于夜市所处的空间组织结构，其

中，空间边界和时间节奏塑造并体现权力的运作。一方

面，边界的固定与微区位差异，能够强化管理者的威信，

然而，完全固定边界，会造成利益固化与机会不平等；另

一方面，通过尝试创建“分段累计法”（spilt-accumulate

method，SAM） 刻画不同夜市的经营节奏，直观反映出摊

贩的经营时间深受周边交通市场状况与居住环境的约束。

在理论层面上，各种权力的运作实际上是围绕身份与流动

（场所的正规性与可占据性） 而展开，这印证了空间实践作

为分析城市社会空间秩序生产与再生产视角的完整性与辩

证性。

更一般地，空间实践搭建出行为主体和城市空间的理

论桥梁，提供了从空间使用者角度认识公共空间意义或秩

序的视角与框架。最近，城市学家Syssner觉察到，认识空

间的核心是聚焦对“过程”的解释，尤其需要发展出一个

关于特定群体的社会文化状况对空间发展轨迹影响的解释

性框架[48]。研究者搭建的空间实践框架对这一洞见作出了解

答。可见，论文从行为主体出发，将空间实践阐述为带有

一定身份特征的使用者对空间介入、占据或创造及多主体

相遇下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并梳理身份、流动与权力

（Identity-Mobility-Power， IMP） 作为分析框架的核心维

度，对认识城市空间的社会建构机制具有借鉴意义。

摊贩的空间实践案例透露出城市公共空间长效治理的

现实落脚点。一方面，公共空间治理需呵护源于日常经历

的生计与生活诉求，因为它是家庭文化展演的舞台，也是

增进社会集体交往的场合，它被占据的过程必然也是社会

文化嵌入的过程。因此，管理或规划部门有必要留出或合

理设计可供流动的空间，以便培植市民文化的种子。恰如

案例所表明，空间使用者在占据公共空间的过程中，不经

意间将自身的社会文化特征赋予空间，能够让城市诞生烟

火气乃至塑造地方性品牌；另一方面，有效的公共空间治

理机制离不开时空约束，管理者尤其需要因地制宜设定场

所的边界与节奏。具体来说，管理者应意识到场所的权力

运作依赖于空间有限性与区位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划分

可进可出的空间边界以增进机会公平，协定宽严有度的时

间节奏以维护多方利益，汲取“规矩”等传统文化作为治

王权坤，胡雪瑶，艾少伟：身份、流动与权力：街头摊贩的空间实践

HUMAN GEOGRAPHY Vol.HUMAN GEOGRAPHY Vol.3535. No.. No.66 20202020//1212 41



理润滑剂，从而迈向和谐共赢的城市公共空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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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建议，感谢河南大学何伟纯博士关于开封GIS底图的

分享。

注释：

①来源:《开封市夜市基本情况统计表》，开封市工商局内部资

料，经核心负责人同意使用。2015年统计，涵盖12家夜市，2018年武

夷夜市因搬迁而消亡。商户，即摊贩，后文统一表述为摊贩。

②来源：《开封市2010人口普查资料》，公开资料，开封市统计局

综合科。

③访谈开封市伊斯兰协会会长。

④开封市东大寺中的护国清真堂箴言，冬季每日礼拜时间为6:

35, 13:30, 16:30, 17:30, 18:20。

⑤各夜市出现的年份如下：鼓楼夜市1978、西司夜市1979、东司

门夜市1980、东苑夜市1980、三里堡夜市1981（2018年搬迁形成铁北

街夜市）、东拐街夜市1985、东苑夜市1987、学院门夜市1989，在文中

称作“老夜市”；劳动路夜市1998、汴京大道夜市2003、河大东门夜市

2008，在文中称作“新夜市”。

⑥来源：开封市伊斯兰文化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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